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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新型海洋污染物, 海洋塑料垃圾入海通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源汇过程、迁移途径、输运

过程等尚未完全清楚, 需进一步研究完善。以工业高速发展的厦门湾为研究对象, 考虑潮流、入海径

流、风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 MIKE3软件的生物仿真模拟技术(Agent Based Modelling), 模拟研究了漂浮

及悬浮塑料垃圾的分布特征和迁移规律, 并提出经验公式对沉积塑料垃圾的通量进行了预测。结果表

明漂浮塑料垃圾在不利风、常风向和最大风的作用下集中堆积于岸线处。而悬浮塑料垃圾由海面向下

呈现指数式下降的分布特征, 且其水平迁移分布与潮流运动密切相关; 流速小的区域悬浮塑料垃圾更

容易堆积使局部浓度升高。悬浮塑料垃圾的扩散速率也与塑料颗粒的物理性质有关, 沉降速度小的塑

料颗粒在水中悬浮的时间更长, 更容易被传输到距离污染源更远的地方。同时, 研究发现沉积微塑料

通量的增长规律近似为线性变化, 通量大小与厦门塑料产量和厦门湾的水动力特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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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自然以及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 是生命初

始的摇篮, 伴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 海洋环境

问题随之产生。其中, 海洋塑料污染是各类海洋环境

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王金平等, 2021)。据估计

全球约 80%的海洋垃圾由塑料构成, 塑料垃圾在进

入海洋后, 在光照、波浪冲刷、生物作用等影响下破

碎成包括微塑料在内的塑料颗粒(Barnes et al, 2009)。

这些塑料颗粒会在复杂的海洋动力(风、洋流及海浪

等)作用下进行输运迁移, 并广泛分布于海洋水体、沉

积物及生物体中, 危害海洋生物的健康, 也能通过食

物链富集传输危害人类自身(陈刘等, 2020), 对整个

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 , 严重影响海洋经济的

发展。然而, 作为新型海洋污染物, 海洋塑料(包括粒

径小于 5 mm 的微塑料)入海通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

源汇过程、迁移途径、输运过程等尚未完全清楚, 需

进一步研究完善(李道季, 2020)。因此, 研究塑料垃圾

在海洋中的运动特性和输移机理 , 对确定海洋塑料

垃圾的最终分布和归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也是

本文的研究重点。 

目前, 研究海洋塑料垃圾的输运迁移规律, 主要

面临两个关键性的技术挑战 : 一是复杂的海洋动力

环境。塑料进入海洋后会在风浪流的共同作用下发生

分解、絮凝、漂移、沉降和再悬浮等运动, 复杂多变

的海洋动力因素给研究海洋塑料颗粒的输运迁移规

律造成了不便。二是海洋塑料自身的理化性质及其演

变过程对塑料的输运过程有重要影响。在同样的水动

力环境下, 不同分布形态(漂浮、悬浮、沉积)的塑料

颗粒因不同粒径大小、形状、密度等产生的输运特性

差异明显(Besseling et al, 2017)。 

耦合海洋水动力模拟和粒子追踪模型的海洋污

染物扩散模型是研究表层漂浮塑料颗粒在表层洋流

系统、潮流和风等作用下远距离输送的主要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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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中, 粒子追踪模型将水体中的塑料颗粒运动

看成风和海流作用下发生的拉格朗日漂移 , 通过求

解拉格朗日方程得到塑料颗粒的运动轨迹和源汇区

域。Van Sebille等(2012, 2015)和Lebreton等(2013)基

于洋流动力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 , 在主要海洋盆地

的亚热带纬度上形成了五个海洋塑料垃圾积聚区 , 

并与航次实地调查结果吻合(Law et al, 2010,  2014)。

Chubarenko等(2016)计算发现, 对海水表层的漂浮球

状微塑料颗粒 , 风阻作用导致其传输速度为海流输

送速率的3倍。Zhang等(2020)研究发现, 漂浮和悬浮

微塑料在长江口及其临近海域会呈现非常不同的输

运规律, 与潮流、风阻和微塑料释放点(入海)位置等

强相关。在该研究中, 微塑料的物理性质主要根据实

地采样数据进行设置, 因此, 未考虑海洋塑料自身的

理化性质多样性对其输运迁移规律的影响。Neumann

等(2014)的研究表明, 海表风应力会增大北海南部海

域漂浮污染物的粒子移动速度和传输范围。针对2011

年日本海啸, Maximenko等(2018)通过数值模拟和原

型观测发现, 迎风面大的塑料垃圾输运速度比较快, 

而迎风面小、相对较重的塑料垃圾则主要在盆地中部

汇集。Ter Halle等(2016)指出立方体微塑料在漂浮过

程中受风力的影响将发生持续翻转 , 而扁平状的微

塑料与水面接触面积大, 较难发生翻转。由此可见, 

现有海洋塑料颗粒扩散模型假定颗粒大部分漂浮在

海洋表面 , 主要研究其在风浪流联合作用下的水平

输移。 

Reisser 等(2015)利用多层拖网对北大西洋表层

以下 5 m的水体进行调查, 每隔 0.5 m进行现场采样。

经过对样品长度、类型以及实验分析发现, 海水中塑

料颗粒的浓度随深度呈指数下降, 且其浓度在 5 m左

右水层接近于零。Eriksen等(2014)提出塑料碎片最终

将沉降到海底。Mountford 等(2019)使用欧拉方法建

立了三维海洋塑料碎片扩散模型 , 模拟结果表明大

量的塑料碎片会在海洋中进行垂直输运 , 因此分布

于不同水层中。 

水平和垂直输运主要是针对漂浮和悬浮在海洋

中的塑料颗粒 , 而对于埋藏在沉积物中的塑料颗粒

而言, 由于其与风浪流等水动力因素响应关系较弱,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空间分布和来源的分析。

Barrett等(2020)分析了澳大利亚湾深海沉积物中的塑

料含量, 发现与其他深海沉积物相比, 塑料颗粒数量

明显更高 , 并且沉积物中塑料碎片的数量随着海洋

表面塑性颗粒数量的增加以及海底倾斜角的增加而

增加。Dodson等(2020)研究了美国弗吉尼亚州和北卡

罗来纳州沿海环境中塑料颗粒的分布情况 , 发现即

使在海洋表面未受到污染的河口和海滩沉积物中同

样存在塑料颗粒。Zuo 等(2020)以华南珠江口的三个

红树林湿地为研究对象 , 研究了潮间带红树林生态

系统的海洋塑料污染 , 发现塑料颗粒的丰度与华南

珠江口的人口密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显著正相关。由此

可见 , 沉积物中塑料污染水平与其邻近的城市和国

家的发展紧密相关 , 探究沉积物塑料通量与临近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是当前研究的一个重点

方向。 

因此 , 本文以福建省厦门湾为研究对象 , 基于

MIKE3的生物仿真模拟技术(Agent Based Modelling,  

ABM), 建立厦门湾的三维水动力数值模型, 分别研

究漂浮、悬浮和沉积塑料颗粒在复杂海洋动力因素下

的迁移特性和输运机理 , 并结合水动力条件对厦门

湾海域塑料颗粒的分布趋势开展分析和预测。该研究

对促进我国沿海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有一定现实意

义 , 同时也为塑料颗粒在海洋中的迁移扩散研究和

预测提供理论依据。 

福建省厦门湾位于海陆交界的海岸带 , 是地球

表面最为活跃的自然区域 , 也是资源与环境最为优

越、具有海陆过渡特点的独立环境体系。并且, 厦门

湾海域不仅接收来自厦门海岸的大部分生活污水和

工业废水 , 还接收来自九龙江流域的农业径流和顺

江而下的大量塑料垃圾(Peng et al,  2013), 是当前

研究海洋塑料垃圾输运迁移特性的热点区域之一。 

1  研究方法 

目前 , 针对海洋塑料颗粒迁移问题的建模方法

主要有拉格朗日和欧拉方法。MIKE3 的生物仿真模

拟技术(Agent Based Modelling, ABM模块)耦合了粒

子追踪模型(PTM, 拉格朗日方法)和生态实验室模型

(ECO Lab, 欧拉方法), 可与 MIKE 3 的水动力模型

(HD)进行集成计算 , 模拟研究生物个体对水环境参

数做出的响应。本文将水动力 HD模块与基于拉格朗

日算法的 ABM 模块集成, 用于模拟厦门湾漂浮塑料

垃圾在风、径流、潮流等作用下的输移特性; 将其与

基于欧拉法的水质生态模块(ECO Lab)耦合, 用于模

拟厦门湾悬浮塑料颗粒在海洋中的物理输运过程。针

对悬浮塑料颗粒 , 本文模型除了能考虑其在水动力

作用下的水平扩散输移, 还可考虑其在海洋表面、海

底的沉降、沉积等复杂物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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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 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为根据塑

料颗粒的性质对其进行分类(漂浮或悬浮颗粒), 并根

据分类选择不同的建模方法 , 从而对塑料颗粒的时

空分布特性形成较系统深入的认识。即, 本文塑料颗

粒在水体中的漂浮状态是预先知道/假定的, 而它们

(漂浮和悬浮塑料颗粒)之间的相互转换或者耦合关系

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1.1  厦门湾水动力模拟 

MIKE3 的水动力模拟是基于三维不可压缩的雷

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RANS方程)的解, 服从布

辛涅司克(Boussinesq)和静水压的假设, 满足连续性

方程和动量方程 , 而温度和盐度等的迁移则遵循一

般的迁移扩散方程。求解域的离散化采用有限体积法,  

通过将连续体细分成不重叠的单元/元素来离散化空

间域。在三维情况下, 主要使用分层网格划分技术, 

即水平域使用非结构化网格 , 而在垂直域则使用结

构化网格。时间积分是半隐式的, 即水平项被隐式处

理, 垂直项被隐式或部分显式和部分隐式处理。具体

可参考 MIKE3的用户使用手册。 

本文的研究区域选取厦门湾及其周围海域 , 根

据牛敬硕(2019)及谢森扬(2016)对厦门湾水动力特性

的研究, 选取 T1潮位测站及 V1潮流测站的实测数据

与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测站的平面分布如图 1 所

示。模型计算时每隔一小时输出一次结果, 模拟值和

实测值的对比结果如图 2、3所示, 其中实线为模型计

算值, 散点为实测值。具体的模型设置等参见附录 A。 

 

图 1  厦门湾地形及测站分布 
Fig.1  Bathymetry of the Xiamen Bay and the site deployment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潮位整体拟合情况良好, 实

测值和模拟值的潮汐相位基本一致 , 高低潮发生时

刻也基本一致, 最大振幅在大潮时约为 2.6 m, 在小

潮时约为 1.3 m。在一天之内实测值和模拟值均出现

两次涨潮和落潮的过程 , 体现了所在海域的规则半

日潮特征。同时, 潮流测站的模拟值与实测值亦较为

吻合(图 3); 流速大小基本一致, 表层流速最大可达

0.8 m/s, 潮流变向时刻基本一致。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潮流测站点所在海域呈现明显的往复流特征 , 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塑料颗粒在近岸和外海之间的 

 

图 2  T1(海沧)测站潮位模拟值和实测值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in tide level at site T1 (Haic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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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V1测站大潮期间潮流速度大小(上)及方向(下)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in magnitude (top) and direction (bottom) of the spring tide at site V1 

 
传输, 且随着水深的增加最大流速值逐渐减少, 底层

最大流速大约为顶层的 3/5。由此可见, 模型的模拟

结果可以很好地体现厦门湾的潮流特征。 

1.2  厦门湾漂浮塑料垃圾的输移模拟 

基于验证较好的水动力数值模型 , 在厦门湾九

龙江口释放漂浮塑料垃圾 (拉格朗日粒子 ), 通过

MIKE3 的粒子追踪模型捕捉其在厦门湾的迁移轨迹, 

并将其与实测值进行对比 , 验证所建立模型的准确

性。厦门湾塑料漂移轨迹的实测值由 2020 年 8 月 1

日《九龙江口-厦门湾海洋垃圾漂移轨迹及分布预测

预报单》提供(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2022)。厦门大学

自 2017年以来开展了九龙江口-厦门湾的海上垃圾监

测和预报工作, 该报告单中提供了每日 6 时至 12 时

从九龙江口漂浮到厦门湾的海上垃圾轨迹信息。 

表面风和流是漂浮粒子物理迁移的主要驱动力, 

相关信息(如流场)由上文所建立的水动力模型提供。

其中, 风场除了会对水流产生影响(即风生流), 漂浮

在自由水面的(较大)粒子, 如上述实测轨迹中的较大

型海洋塑料垃圾, 还会受到风的直接拖曳作用, 即风

阻力。Critchell 等(2016)提出可以使用风飘移系数来

计算表面风速中有多少被转移到粒子运动速度中 , 

即风漂移系数的取值与粒子大小、迎风面等因素密切

相关。同时, 可通过设置风飘移角来考虑风阻力的实

际作用方向, 即考虑科式力的影响。通过校准, 本文

设置风漂移系数为 0.01, 风飘移角度为 28°。 

此外 , 粒子在水体中的沉降速度也是影响其运

动特征的重要物理量, 其取值同样与粒子的大小、形

状、密度等物理性质密切相关。由于验证模型的研究

对象为始终漂浮于自由水面的塑料垃圾, 因此, 此处

假定粒子的密度始终小于海水密度 , 设定其沉降速

度为1 m/s, 忽略由于塑料密度与海水密度不同引起

的垂直运动。这也符合本文关于漂浮塑料颗粒的定义, 

即始终漂浮于自由水面的塑料颗粒 , 而塑料颗粒的

垂直运动特性则主要通过下节研究悬浮塑料垃圾的

运移来明确。 

图 4 给出了海上塑料垃圾漂浮轨迹的实测值与模

拟值的对比: 图 4a中绿色的线是当日海上塑料垃圾的

实际漂移轨迹, 而模拟轨迹(图 4b)中绿色轨迹线是在

相同时间段和风况下, 本文模型在九龙江口释放的漂

浮塑料粒子的预测运动轨迹(九龙江口污染点源的具

体位置参见附录 C)。通过对比漂浮塑料颗粒群的实测

和模型的迁移路径和长度可以看出, 实测值和模拟值

较为接近, 本文漂浮塑料颗粒模型的精度较好。 

1.3  厦门湾悬浮塑料垃圾的输移模拟 

Koutnik 等(2021)将海洋中悬浮塑料颗粒的物理

运输过程简化为大气沉降、对流扩散、沉积及再悬浮

等四个过程。悬浮塑料颗粒在水体中的对流扩散可通

过建立物质输运扩散模型(如 MIKE3 的对流-扩散模

块)进行模拟。然而, 为了同时考虑其他过程和相互作

用, 本文将水动力模块和 Eco Lab 生态模块相耦合, 

模拟悬浮塑料粒子浓度的时空分布 , 并结合实测资

料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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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表层漂浮塑料颗粒实测(a)的和模拟计算得到(b)的水平飘移轨迹对比(绿色线为所关心的海上塑料垃圾的漂移轨迹) 
Fig.4  Comparison in the trajectory of floating plastic particles between field measurements (a) and numerical results (b) (the green 

lines are the results of concern,  i.e. trajectory of floating plastic particles) 
 
在 Eco Lab 中, 状态变量(如悬浮塑料粒子的浓

度)的输运方程为 

2 2 2

2 2 2x y z c c

C C C C
u v w

t x y z

C C C
D D D S P

x y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 C为 Eco Lab水质状态变量的浓度。u, v, w分别

为流速在 x, y, z方向的分量, Dx, Dy, Dz分别为 x, y, z方

向的扩散系数, Sc为源和汇。Pc为 Eco Lab过程, 包括

上文所述的塑料粒子沉降和再悬浮等。多个过程之间

以线性或者非线性的方式进行耦合,  

1

d

d

n

c i
i

C
P P

t 
   ,               (2) 

其中, Pi为与微塑料迁移运动相关的物理过程, n 为

特定状态变量所包括的过程数, 本文 n = 3。描述这

些过程引起的塑料粒子浓度变化率的数学表达参见

附录 B。 

图 5 给出了模型计算结果与厦门湾特定站点处

塑料采样分析得出的浓度的垂直和水平分布对比

(Tang et al, 2018), 测站具体信息参见附录 C。浓度垂

直分布为模拟时刻开始第 16 d 的计算结果, 而水平

分布对比中每个站点的水平浓度为模型在开始模拟

后 20 d内结果的平均值。从图 5可以看出, 从海面往

下塑料粒子浓度近似为指数式下降 , 符合实地采样

规律, 且塑料粒子的水平分布也基本符合实测情况。

2、3号测站点(厦门西海屿处)模拟值偏大的可能原因

是其所处位置周围塑料的污染源点源较多 , 且其所

处位置也是潮流的主要通道 , 接收了来自九龙江河

口和同安湾的塑料垃圾。 

图 6 给出了厦门湾区域在模拟期间悬浮塑料粒

子的最终分布特征, 从图中的结果可以看出, 厦门湾

悬浮塑料粒子的分布范围介于 0~2 200 particles/m2, 

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这也符合图 5b 的采样规

律。研究发现, 悬浮塑料颗粒在整个计算区域内均有

分布, 并由西北向东南扩散, 在厦门岛沿岸和九龙江

径流入海处出现高浓度区域 , 且在青屿水道处也出

现了高浓度带的分布现象。这是由于悬浮塑料颗粒在

厦门湾内迁移扩散的规律主要与不同位置的流速和 

 

图 5  悬浮塑料颗粒浓度垂直分布(a)和水平分布(b)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 
Fig.5  Comparison in the abundance of suspended plastic particles in vertical (a) and horizontal (b) directions between numerical results 

and field measurements 
注: 测站具体信息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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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悬浮塑料颗粒浓度的水平分布 
Fig.6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spended plastics particles in the Xiamen Bay 

 
地形有关。根据定义的悬浮塑料颗粒运动过程的数学

表达, 在相近的地形中, 其浓度分布与流速呈负相关

的关系(假定流速方向相同): 在流速大的地方悬浮塑

料颗粒迁移运动剧烈, 其重悬浮的速度大, 该位置的

悬浮塑料颗粒浓度就会较低 , 而相对流速小的位置

就会呈现相反的规律。纵观整个厦门湾内漂浮塑料颗

粒的分布 , 发现其与各位置处的地形和距离污染源

的远近也有关系 : 以九龙江河口区与厦门岛西海域

的交界处为例, 该位置周围有三个污染源, 所以该位

置虽然流速高, 但悬浮塑料颗粒的浓度也高, 在一些

内陷的豁口处也会存在高浓度微塑料聚集区。 

由以上验证及分析可知 , 本文所建模型可以较

好地反映所关心海域(即厦门湾)的水动力场特征, 包

括潮流、潮位等, 并能够较好的预测漂浮和悬浮塑料

垃圾在风、潮流等作用下的输移轨迹和空间分布规律, 

可用于下文中拓展研究各种类型塑料颗粒在不同风

场、流场下的物理迁移规律。 

2  结果与讨论 

本章节利用上文中验证较好的数值模型 , 选取

三种不同物理性质的海洋塑料颗粒(即形状、大小及

沉降速度等不同)研究其在不同海洋动力(如不同风况)

作用下的运动输移特性。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漂浮海

洋塑料垃圾, 我们仍假定其始终漂浮在海洋表面, 主

要关心其在风、流耦合作用下的水平迁移。而针对悬

浮塑料垃圾 , 则认为其在水体中同时经历了水平迁

移扩散、垂直输运、沉降等复杂物理过程。严格来讲, 

这两种塑料垃圾及其在水体中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完

全独立的 , 譬如某些漂浮塑料垃圾的密度小于海水

密度 , 会在浮力和波浪破碎等造成的垂直湍流等的

共同作用下向下沉降, 或悬浮在水体中, 或沉积于海

床。根据实际采样情况, 通过编写经验公式对悬浮塑

料粒子浓度、沉降通量等进行修正以考虑这些耦合作

用, 是本文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2.1  风况对漂浮海洋塑料垃圾水平飘移的影响 

本研究中厦门湾的海洋风场数据采用中国海洋

信息网的中国台站观测数据。整理风场数据得到, 南

北方向是 2 m/s及以上风速有效方向的向海区间, 且

在风速为 4.8 m/s 以上时, 东南向的持续时间最长。

而东北向是厦门的常风向 , 东北向的风大约占到该

月风向总时间的 1/3, 最大风速约为 10 m/s。最不利

风向为东南风 , 因为东南的向岸风会将外海的塑料

垃圾吹向陆地, 造成厦门湾湾内塑料垃圾的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 , 本节在每个污染物点源释放漂

浮塑料颗粒(点源具体位置见附录 C), 释放速度为每

时间步长 1 000 个, 通过改变不同的风参数, 探究最

大风、最不利风及常风作用下, 厦门湾塑料垃圾漂移

情况。 

计算时, 最大风况的风向与实测风向保持一致, 

风速大小始终为 10 m/s。如图 7所示, 排污口释放的

漂浮塑料粒子最终在厦门湾沿岸聚集的面积有明显

增加 , 同一时刻悬浮塑料颗粒局部浓度也比下文考

虑其他风况作用时要高。这是因为风速的增大加速了

塑料颗粒水平方向的迁移运动, 更容易堆积到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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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最大风作用下漂浮塑料颗粒在不同时刻的分布(图中箭头为风向示意图) 
Fig.7  Distribution of floating plastic particles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strongest wind at various time instants 

 
最不利风况的风速与实测风速保持一致 , 风向

始终为东南风, 计算结果如图 8所示。研究表明最终

漂浮塑料颗粒在厦门湾沿岸聚集的面积有明显增加, 

特别是在最不利风与潮流作用方向相同时 , 厦门湾

西北沿岸会快速聚集大量塑料颗粒。 

常风向的风速与实测风速保持一致 , 风向始终

为东北风, 此时, 涨潮和落潮时潮流的方向与风向均

存在一定夹角 , 塑料颗粒会在风和潮流共同作用下

迁移。如图 9 所示, 与实测风向对比, 常风向作用下

西南区域岸线会聚集大量的塑料颗粒 , 使九龙江河

口塑料污染的影响更大。 

2.2  不同类别悬浮塑料垃圾的迁移特性 

接下来考虑具有不同形状及沉降速度的悬浮塑

料颗粒的垂直扩散特性(表 1)。排污口 1 号设置为排

放源(图 10箭头所指处, 排污口的具体位置见附录 C), 

模拟结果如图 10 所示。可以看出, 不同粒径和形状

的塑料颗粒在海洋中的运动迁移特性有明显不同 , 

沉降速度大的塑料颗粒会相对快速地沉降在距离颗

粒释放位置附近(即悬浮颗粒的浓度相对较小), 而沉

降速度小的颗粒会随着水流漂流得更远 , 沉降位置

距离释放点较远。此时, 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为最长

边小于 50 mm 的较小塑料颗粒, 而对于粒径较大的

大型海洋塑料垃圾, 风的直接拖曳作用较明显, 可能

对输运迁移特性造成影响 , 是本文下一步需要深入

系统研究的课题。 

2.3  海洋塑料垃圾沉积通量的估算 

本文 1.3节及 2.2节中建立的 Eco Lab模型将塑

料颗粒的沉降过程简化为当水柱中塑料颗粒浓度达

到或者超过临界值时, 塑料颗粒开始向海底沉降。浓

度临界值根据经验或者根据实测值校准得到。该方

法的优点是简单且易实现 , 但未考虑近岸海域塑料

沉降到海底期间的复杂物理过程。寻找水柱表层塑

料颗粒丰度/浓度(数据较易在实际采样中获得)、水

柱中塑料颗粒浓度、当地沉积塑料颗粒通量间的对

应关系 , 并依此提出合理的参数化方案 , 引入到粒

子追踪或者 Eco Lab 模型的模拟计算中, 是提高数

值模拟精度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 , 本节拟根据实

际采样情况及上文模拟计算得出的总体分布规律 , 

编写塑料颗粒沉积通量的经验公式 , 并以此探究沉

积塑料通量与临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关

性。同时 , 该研究可为下一步建立改进的塑料颗粒

迁移扩散模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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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最不利风作用下漂浮塑料颗粒在不同时刻的分布(图中箭头为风向示意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lastic particles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most unfavorable wind at various time instants 

 

图 9  常风向作用下漂浮塑料颗粒在不同时刻的分布(图中箭头为风向示意图) 
Fig.9  Distribution of the floating plastic particles under the prevailing wind at various time in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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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塑料粒子类型及沉降速度 
Tab.1  Plastic particle type and settlement rate  

粒子 

形状 
最长边 

/m 
中间边 

/m 
短边 

/m 

CFS 
(球状因子) 

沉降速度
/(m/s) 

球体 0.005 0.005 0.005 0.005 0.090 

碎片 0.050 0.005 0.001 0.003 0.025 

纤维 — — 0.001 0.001 0.054 

注: —表示无数据 

 
参考 Kukulka 等(2012), 建立海洋塑料浓度的垂

向分布模型:  

0
0

z
AN N e



 ,               (3) 

式中, z为以海面为基准竖直向上的笛卡尔坐标, N为

海水中 z位置处的塑料丰度, N0为海洋表层的塑料丰

度。ω为塑料的终端上升速度, 对北大西洋塑料样本

的初步试验发现 , 其在静水中的终端上升速度为

0.005~0.035 m/s, 而对扁平塑料碎片其取值为(0.014± 

0.007) m/s (Morét-Ferguson et al, 2010)。本文参考

Kukulka等(2012), ω = 0.01m/s。 

A0为塑料颗粒的垂向扩散系数, 由下式计算:  
*

0 s1.5 kA u H ,              (4) 

式中, k 为冯卡曼系数, 取为 0.4。海表面风速 u*= 

0.0012W10, 其中W10为距海面 10 m处的风速, Hs为海

面的特征波高。根据厦门湾常年风况和波浪情况(林

毅辉等, 2009;  朱君等, 2017), 假定海面条件为微风

的情况下 W10 = 3.6 m/s, Hs = 0.2 m。 

将塑料丰度在水柱中由海底至海水表面进行积

分, 得到整个水柱中塑料通量 T的大小,   

0

0
0

0 0d
z

A A
T N e z N





  .           (5) 

根据 Mani 等(2016)的研究, 近岸海洋中塑料垃

圾的来源主要与其所在城市生产的塑料量有关 , 并

且大约有 80%的垃圾来自于陆源输入。因此, 在不考

虑研究区域所在地的垃圾治理情况下, 假设 

0
( )

80%

e t
N  ,                (6) 

式中 α为经验系数, 本文中塑料污染源的个数、空间

分布等复杂关系主要通过调整经验系数 α来考虑。e(t)

为当地塑料产量随时间变化公式, 根据 1949~2017年

厦门塑料年产量的数据, 拟合 e(t)的表达式为 e(t) = 

e0.042(t–1949) (龙邹霞, 2019)。 

 

图 10  不同形状和密度的悬浮塑料颗粒的浓度分布图 

Fig.10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plastic particles in different shapes and densities 
 

海洋塑料会在洋流等作用下转移到深海 , 但是

近岸区域塑料颗粒沉入沉积物中的机理尚不明确 , 

近年来对塑料沉积物分层通量的研究表明 , 塑料垂

向通量的分布总体上是上层大于下层(Zheng et al,  

2020), 但受沉积物与水体之间不稳定的动态沉积过

程和人类活动的相关影响 , 塑料沉积物垂向分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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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变化。此外, 研究表明海洋表层塑料浓度高的

位置与其对应海底沉积塑料浓度也偏高(Barrett et al,  

2020)。因此, 假设沉积物通量总值 S随时间变化具有

如下形式,  

0ln ln ( )
A

S T e t  


     
.        (7) 

根据龙邹霞(2019)在厦门湾鸡屿处得到的沉积

物中塑料颗粒通量的数据对经验公式(7)进行验证 , 

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发现, 除了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外 , 厦门湾沉积物中塑料含量与经验公式吻合

良好, 近乎呈线性增长。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由于厦

门塑料产业的发展, 塑料制品快速增长, 塑料沉积速

率同时增大。而 20世纪 80年代则由于马普公约的签

订, 塑料污染治理初见成效, 塑料速率增长变缓。人

为因素的干扰对经验公式的编写和普适性造成了困

难,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图 11  沉积塑料颗粒通量经验公式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对比 
Fig.11  Comparison in the flux of deposited plastic particle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with empirical formula and the 

field measurements 
 

3  结论  

本文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 研究了厦门湾海洋

塑料垃圾迁移运动特性并对沉积物中塑料通量进行

了预测。在对海洋塑料垂向分类的基础上 , 基于

MIKE 模型, 使用拉格朗日方法和欧拉方法分别描述

水体中漂浮和悬浮塑料的迁移运动 , 并提出了计算

沉积塑料通量的经验公式。首先, 建立了针对厦门湾

的水动力模型。其次, 在正确验证水动力模型的基础

上, 考虑漂浮、悬浮、沉积塑料的迁移特征分别建立

了相应的数学模型。最后, 考虑了海洋塑料的分布特

征和迁移规律与水动力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 , 并对

厦门湾沉积塑料通量进行了预测 , 本文的主要结论

如下:   

(1) 厦门湾主要潮流通道为厦门岛东侧水道, 大

小金门水道和青屿水道 , 且潮流通道处的潮流呈现

明显的往复流特性。涨潮时, 潮流方向大多向北和西

北。落潮时, 潮流方向大多向南和东南。 

(2) 漂浮塑料颗粒的迁移运动受风的影响很大 , 

在风的影响下进行水平方向扩散。在最大风、常风向、

不利风的作用下, 大量漂浮塑料颗粒向岸边聚集, 导

致局部浓度剧增。 

(3) 悬浮塑料颗粒的垂向分布呈指数式下降的

规律, 不同理化性质的悬浮塑料颗粒, 其水平扩散规

律不同。沉降速度大的塑料颗粒水平方向传输距离更

近, 而随着沉降速度减小, 悬浮塑料颗粒能够传送到

更远的地方。悬浮塑料颗粒的分布还与流速有关, 一

般来说流速较大的位置悬浮塑料颗粒的浓度较低 , 

且在该地区不容易发生悬浮塑料颗粒的沉积现象。 

(4) 建立了厦门湾沉积塑料通量随时间变化的经

验公式, 发现沉积塑料含量随时间呈乎呈线性增长。

预测值与实测值总体吻合良好 , 但经验公式未考虑

人为因素的干扰,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王金平, 吴秀平, 曲建升, 等, 2021. 国际海洋科技领域研究
热点及未来布局[J]. 海洋科学, 45(2): 152-160.  

牛敬硕, 2019. 厦门湾潮流波浪作用下的悬沙分布及海床冲淤
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 26-27.  

龙邹霞, 2019. 厦门湾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时空分布及对人
类活动响应研究[D].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 132-168.  

朱君, 蔡锋, 戚洪帅, 等, 2017. 基于数值模拟的厦门湾波浪
特征研究[J]. 应用海洋学学报, 36(3): 341-348.  

李道季, 2020. 海洋微塑料研究焦点及存在的科学认知误区[J]. 

科技导报, 38(14): 46-53.  

陈刘, 邓培煌, 黄凤艳, 等, 2020. 微塑料污染现状及控制对
策[J]. 环境与发展, 32(2): 34-35.  

范文蓝, 姜卫平, 袁林果, 等, 2018. 不同海潮模型对中国沿
海区域海潮负荷位移改正影响分析[J]. 大地测量与地球
动力学, 38(6): 598-602, 623.  

林毅辉, 潘伟然, 张国荣, 等, 2009. 厦门湾常风浪场数值模
拟[J]. 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48(2): 298-301.  

骆智斌, 潘伟然, 张国荣, 等, 2008. 九龙江口-厦门湾三维潮
流数值模拟 [J]. 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47(6): 

864-868.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福建省海洋预报台,  2020. 《九龙江口-

厦门湾海洋垃圾漂移轨迹及分布预测预报单》 [R/OL]. 

(2020-08-01). https: //sthjj.xm.gov.cn/ 

谢森扬, 2016. 近 60 年围填海工程影响下厦门典型海域水龄
的时空变化 [D]. 厦门 :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22-27.  



848 海   洋   与   湖   沼 53卷 

 

BARNES D K A, GALGANI F, THOMPSON R C, et al, 2009. 

Accumul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plastic debris in global 

environments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4(1526): 1985-1998.  

BARRETT J, CHASE Z, ZHANG J, et al, 2020.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deep-sea sediments from the great Australian 

bight [J].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7: 576170.  

BESSELING E, QUIK J T K, SUN M Z, et al, 2017. Fate of 

nano- and microplastic in freshwater systems: a modeling 

study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20: 540-548.  

CHUBARENKO I, BAGAEV A, ZOBKOV M, et al, 2016. On 

some physical and dynamical properties of microplastic 

particles in marine environment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08(1/2): 105-112.  

CRITCHELL K, LAMBRECHTS J, 2016. Modelling 

accumulation of marine plastics in the coastal zone;  what 

are the dominant physical processes? [J].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171: 111-122.  

DODSON G Z, SHOTORBAN A K, HATCHER P G, et al, 2020. 

Microplastic fragment and fiber contamination of beach 

sediments from selected sites in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 

USA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51: 110869.  

ERIKSEN M, LEBRETON L C M, CARSON H S, et al, 2014. 

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 more than 5 trillion 

plastic pieces weighing over 250, 000 tons afloat at sea [J]. 

PLoS One, 9(12): e111913.  

KOUTNIK V S, LEONARD J, ALKIDIM S, et al, 2021. 

Distribu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soil and freshwater 

environments: global analysis and framework for transport 

modeling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74: 116552.  

KUKULKA T, PROSKUROWSKI G, MORÉT-FERGUSON S, 

et al, 2012. The effect of wind mixing on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uoyant plastic debris [J].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7): L07601.  

LAW K L, MORÉT-FERGUSON S E, GOODWIN D S, et al, 

2014.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plastic debris in the eastern 

Pacific Ocean from an 11-year data set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8(9): 4732-4738.  

LAW K L, MORÉT-FERGUSON S, MAXIMENKO N A, et al, 

2010. Plastic accumula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 subtropical 

gyre [J]. Science, 329(5996): 1185-1188.  

LEBRETON L C M, BORRERO J C, 2013. Modeling the 

transport and accumulation floating debris generated by the 

11 March 2011 Tohoku tsunami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66(1/2): 53-58.  

MANI T, HAUK A, WALTER U, et al, 2016. Microplastics 

profile along the Rhine River [J]. Scientific Reports, 5(1): 

17988.  

MAXIMENKO N, HAFNER J, KAMACHI M, et al, 2018.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debris drift from the Great Japan  

Tsunami of 2011 and their verification with observational 

reports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32: 5-25.  

MORÉT-FERGUSON S, LAW K L, PROSKUROWSKI G, et al, 

2010. The size, mass, and composition of plastic debris in 

the western North Atlantic Ocean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60(10): 1873-1878.  

MOUNTFORD A S, MAQUEDA M A M, 2019. Eulerian 

modeling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seven 

popular microplastic types in the global ocean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124(12): 8558-8573.  

NEUMANN D, CALLIES U, MATTHIES M, 2014. Marine litter 

ensemble transport simulations in the southern North Sea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86(1/2): 219-228.  

PENG B R, CHEN N W, LIN H, et al, 2013. Empirical appraisal 

of Jiulong river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81: 77-89.  

REISSER J, SLAT B, NOBLE K, et al, 2015.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uoyant plastics at sea: an observational 

study in the North Atlantic Gyre [J]. Biogeosciences, 12(4): 

1249-1256.  

TANG G W, LIU M Y, ZHOU Q, et al, 2018. Microplastics and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Xiamen coastal 

areas: implications for anthropogenic impacts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34: 811-820.  

TER HALLE A, LADIRAT L, GENDRE X, et al, 2016. 

Understanding the fragmentation pattern of marine plastic 

debri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50(11): 

5668-5675.  

VAN SEBILLE E, ENGLAND M H, FROYLAND G, 2012. 

Origin, dynamics and evolution of ocean garbage patches 

from observed surface drifters [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7(4): 044040.  

VAN SEBILLE E, WILCOX C, LEBRETON L, et al, 2015. A 

global inventory of small floating plastic debris [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0(12): 124006.  

WANG L L, 2019. Application of two-dimensional 

hydrodynamics numerical modelling in mangrove planting 

of coastal areas [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67(4): 042002.  

ZHANG Z W, WU H, PENG G Y, et al, 2020. Coastal ocean 

dynamics reduce the export of microplastics to the open 

ocean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13: 136634.  

ZHENG Y F, LI J X, CAO W, et al, 2020.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bay sediment reflecting effects of 

sedimentation dynamics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52: 110885.  

ZUO L Z, SUN Y X, LI H X, et al, 2020. Microplastics in 

mangrove sediments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South China: 

correlation with halogenated flame retardants' levels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25: 138344.  



4期 宁德志等: 厦门湾海洋塑料垃圾的运动特性及输移机理 849 

 

MOVEMENT, SETTL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MARINE PLASTICS IN THE 
XIAMEN BAY 

NING De-Zhi1,  YUAN Ze-Lin1,  PAN Zhong2,  CHEN Li-Fen1,  ZHANG Chong-Wei1,  MA Jia-Jun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33, China; 2. Laboratory 

of Marine Chemistry &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ology, Thi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arine plastic wastes are a new type of marine pollutan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flux of marine plastic waste 

into the sea involves the source-sink process and migration path, which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yet by scientists. Taking 

Xiamen Bay area with rapi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idal action, runoff 

into the sea, wind, and other factors, based on MIKE 3 Agent Based Model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ion and 

migration of floating and suspended plastic waste were simulated and studied, and the empirical formula was proposed to 

predict the flux of deposited plastic wast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ating plastic waste is concentrated on the shoreline 

under the actions of unfavorable wind, prevailing wind, and the strongest wi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spended plastics from 

the sea surface downward show an exponential decline, and its horizontal mig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dal movement. 

In areas with low flow velocity, suspended plastics are easier to accumulate, raising the local concentration. The diffusion 

rate of suspended plastics is also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plastic particles. Plastic particles with low settling 

rate can be suspended in water body for a longer time and are easier to be transported to places farther away from the 

pollution sources.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micro-plastic deposition flux is approximately linear with time, 

and the flux is related to the plastic output in Xiamen and the hydrodynamics in the Xiamen Bay. 

Key words    marine plastics;  Xiamen Bay;  MIKE3;  Agent Based Modelling;   floating plastics;  suspended 

plastics;  deposited pl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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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基于 MIKE3的厦门湾水动力模型设置 

本文所建立的厦门湾水动力模型模拟区域的总

海域面积约为 1 074 km2。海岸线数据采用美国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 GSHHG 数据库, 数据集的

坐标为 WGS-84。水深数据来自于美国地球物理中心

(NGDC) 2008年发布的 ETOPO1数据库, 数据集的坐

标同样为 WGS-84。为保证模型的精度, 厦门湾近岸

区域和九龙江河口处水深和地形采用小比例尺的海

图数据进行修正, 海图选取 2017 年中华人民海事局

发布的围头港-厦门港的 6517100 号海图, 比例尺大

小为 1︰75 000。 

由于地表水模拟软件(SMS)中网格编辑器生成的

网格和 MIKE 相比更加规整, 对于海岸等不规则边界

的适应性更强, 可以提高模型运算速度, 且其自带的

网格质量验证功能可以很好地提升网格质量。因此, 

将海岸线和水深数据在 SMS 软件中预处理 , 生成

MIKE 的网格输入文件, 调整质量后的网格如附图 1

所示。模型水平方向使用渐变的非结构化三角网格, 

在近岸和九龙江河口处进行网格加密, 共生成 10 644

个节点和 19 975个网格, 垂向上使用 σ坐标等比例划

分成 5 层, 网格的水深值根据插入水深散点的距离进

行线性插值, 最后将制作好的地形文件导入 MIKE 中

进行前处理。 

 

附图 1  厦门湾海域计算网格 
Supplementary Fig.1  The computational grid of the Xiamen Bay 

 
东部和南部外海开边界条件设置为潮位强迫条

件, 开边界网格节点的潮位数据通过 13 个主要分潮

(M2、S2、N2、K2、K1、O1、Q1、P1、MF、MM、

M4、MS4、MN4)的调和常数计算得到。而开边界调

和常数的值则取自俄勒冈州立大学(OTIS)潮汐资料

中的 TPXO7.2数据集。TPXO模型基于二维正压流体

方程, 运用广义反演法进行实测数据同化, 并采用最

小二乘法进行数据拟合。该模型同化数据包括卫星测

高数据(T/P、Topex Tandem、ERS、GFO)和实测验潮

数据, 模型预测范围覆盖全球海平面, 模型的结果已

经广泛应用于我国的沿海地区 (范文蓝等 , 2018;  

Wang, 2019)。本文采用 TMD (Tide Modal Driver)工

具箱计算得到开边界网格节点每隔一小时的预报数

据, 其他时间的潮位数据通过MIKE模型线性插值确

定。同时考虑到九龙江河口径流会携带大量来自上游

的微塑料垃圾, 根据骆智斌等(2008)对九龙江河口的

水动力潮流潮汐模型研究结果 , 在九龙江边界加入

多年平均径流量 371 m3/s作为流量控制边界, 陆地边

界设置为闭边界, 即将法向流速设置为 0。 

风场数据则来自于国家海洋科学数据中心提供

的中国台站观测数据集, 将厦门测点站每隔 1 h的实

测数据应用于整个模型区域 , 规定风摩擦系数为

0.001 255。为避免模型产生大的波动, 设置软启动间

隔为 7 200 s, 在此期间内风速从零增加到指定值。在

计算中使用可变的时间步长间隔 , 使收敛条件判断

数 (Courant Friedrich Levy, CFL)在所有计算节点中

小于临界 CFL值。规定临界 CFL值为 0.8, 最小时间

步长为 0.01 s, 最大时间步长为 30 s。 

模型通过设置干湿临界水深和淹没临界水深处

理移动边界的问题 , 每个单元根据水深值和单元表

面是否淹没分成干燥、部分干燥和湿三种不同的状态, 

其中干燥单元将会在计算中被移除 , 部分干燥单元

忽略其动量通量, 只计算质量通量。湿单元则计算动

量通量和质量通量。本文规定干水深临界值为 0.005 m, 

湿水深临界值为 0.1 m, 淹没水深临界值为 0.05 m。 

在近海潮波模拟中, 测站点多分布在浅水区, 水

深一般都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 底部的摩擦效应较深

水而言要重要得多 , 本文通过粗糙高度设置底床糙

率 , 不同位置的粗糙高度取值不同 , 范围为 0.01~ 

0.05 m。另外, 模型还考虑了涡流黏度和地球自转产

生的科式力的影响。水平涡流黏度通过 Smagorinsky

公式指定, 规定Smagorinsky系数为0.28, 涡流黏度的最

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000 018和 10 000 000 000 m2/s。

垂直涡流黏度选择 k-ε 模型计算, 最小值和最大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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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0.000 018和 0.4 m2/s。 

为了使模型更加平滑地启动, 本文将水动力模型

设置为冷启动, 将模型初始运行时刻外海开边界潮位

的平均值 0.62 m作为初始水位, 初始流速设置为 0。 

B．Eco Lab生态模型过程变量数学表达式编写 

本文将海洋中悬浮塑料颗粒的物理运输过程简

化为以下四个过程:  

(1) 塑料颗粒的大气沉降: 风会携带塑料颗粒进

入大气中 , 大气到海洋表面的塑料颗粒沉降十分常

见; (2) 对流扩散: 通过平流和扩散在水柱中运输塑

料颗粒; (3) 沉积: 密度大于海水的塑料颗粒会从水

柱中沉积到底床表面; (4) 再悬浮: 当海水流速大于

海底沉积塑料颗粒的再悬浮临界速度时 , 塑料颗粒

会重新悬浮到水柱中。 

将悬浮塑料颗粒(1)、(3)、(4)的三个基本运输过

程在 MIKE 生物仿真模块中通过开放式的数学公式

定义 , 并耦合对流扩散模型则可对悬浮塑料颗粒的

运动过程进行较为完整的模拟。 

在 ECO Lab创建悬浮塑料颗粒迁移模板, 分别定

义状态变量(state variables, 描述生物个体包括微塑料

颗粒对水环境参数做出的响应的物理量, 如悬浮微塑

料的浓度等)、常数(constants, 不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 

如悬浮微塑料的沉降速度等)、过程(processes, 与微塑

料迁移运动相关的物理过程 , 如前文所述的大气沉

降、对流扩散等)、作用力(forcing, 外力作用, 如水动

力模块输出的流场、风场信息)、公式表达(expression)、

附加输出(derived outputs)等部分。其中, 塑料颗粒模

板定义的状态变量为悬浮塑料颗粒的浓度值和沉积塑

料颗粒的面密度。记悬浮塑料颗粒的浓度值为 MPSS, 

沉积物塑料颗粒的面密度为 MPSED, 则悬浮塑料颗

粒浓度变化可由以下常微分方程描述:  

dMPSS/dt = prss–sessv+ressv,           (B-1) 
其中, MPSS为悬浮塑料颗粒的浓度, 单位为 mg/L; dt

为时间步长, 单位为 d; prss、sessv、ressv分别为大气

沉降过程塑料颗粒输入浓度变化率 , 悬浮塑料颗粒

的沉积率和再悬浮率, 单位均为 g/(m3·d)。 

式(B-1)等号右边分别为塑料颗粒的大气沉降过

程、悬浮塑料颗粒的沉积过程和沉积物中塑料颗粒的

再悬浮过程的总和, 这三个过程具体的公式表达如下:  

prss = papro/dz 
sessv = vsm×MPSS×86 400          (B-2) 
ressv = ressa/dz 

式中, papro为大气沉降到海水表面的塑料颗粒沉降速

率, 参考Eco Lab关于污染物扩散模型的设置, 假定其

主要与空气中塑料颗粒的浓度有关, 其与风速风向的

相关性则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 sessv为单位体积沉降

速率; dz为垂直方向上划分的层高; vsm为悬浮塑料颗

粒的沉降速度, 与塑料颗粒的相对粒径, 形状大小(球

状或碎片等)等有关; 本文将沉降过程简化为当悬浮物

浓度达到一定值时, 塑料粒子开始向海底沉降, 其浓

度临界值可以根据经验或者实测值决定。 

ressa 为单位面积塑料颗粒悬浮率, 可由下式逻

辑表达式求得,  

ressa = If bssmx×bresu==1 
Then min(resrat, (Max(0, XSED–1))/dt×86 400) 

(B-3) 
该逻辑表达式表示了沉积物中塑料颗粒再悬浮的

条件既要满足水柱中悬浮塑料颗粒达到饱和浓度, 同

时也要满足流速大于再悬浮的临界流速。其中, resrat

为最大再悬浮率; bssmx表示水中悬浮是否未饱和, 其

中 1为饱和, 0为未饱和; bresu表示是否悬浮, 1为悬浮, 

0 为非悬浮。塑料颗粒的重悬浮率与水流大小及沉积

塑料颗粒的沉降速度有关, 相同材质的塑料, 粒径大

的更容易悬浮起来, 因为粒径大的塑料粒子受到的浮

力更大, 更容易在水流的作用下产生扰动。注: 本文将

再悬浮过程进行简化, 只考虑了交换过程中再悬浮量

的大小, 而未考虑水流的流向等的影响。 

C．塑料垃圾的来源及入海点 

对于沿岸城市向海洋排放塑料垃圾的研究 , 本

文综合分析后采用陆源输入、海滨旅游、排污口排污

和船舶垃圾四个参数作为海洋微塑料垃圾的来源 , 

将厦门湾主要的排污口处、人为活动区域密集的厦门

岛西海域和九龙江径流处设置为微塑料排放的点源。

同时在厦门北航道和厦门岛近岸分别设置移动点源

和面源以考虑滨海旅游和船舶垃圾入海的效应。其中

各点源的位置如附图 2所示。 

 

附图 2  厦门湾海洋微塑料垃圾入海点源 
Supplementary Fig.2  The sources of microplastic around the 

Xiamen Bay 


